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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  

為新地緣政治的對話與協作：  
一些倫理和宗教教育的看法  

香港  周守仁 [ 1]  

2016 年 11 月 22- 23 日  
 

 
 
耶穌說：「我可把這一代比作什麼呢﹖它像坐在大街上的兒童，向其他的

孩子喊叫，說：我給你們吹了笛，你們卻不跳舞，我們唱了哀歌，你們卻

不捶胸。若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他們便說：他附了魔；人子來了，

也吃也喝，他們卻說：看哪！一個貪吃嗜酒的人，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
（瑪竇福音 11: 16- 19） 

 
我們所認識的世界瞬息萬變，我們對於標誌著 19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那份純真、充滿理想和憧憬已經日漸消逝而感到悲傷難過。從前人們是

助人為本、以禮相待、彼此尊重、處事多多少少講道理。今天，部分所謂「發

達和發展中地區」似乎變得更加務實、急功近利、相對、多元、自我、偏愛煽

情、非理性及行為粗鄙。總而言之，現今世界為七、八十年代的人，就是一個

難以忍受的亂局。沒有可靠的規範讓我們可以相互指望。同時，全球化亦大大

縮短了文化、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之間的距離。 
 
在 2013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了「一帶一路」對外發展的重要戰略，

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制訂的大膽政策，這必將為

中國與沿邊一帶的國家之間的合作創造機會。不過，這些新的合作方式勢將不

能避免文化、意識形態、法律、政治，甚至宗教衝突的挑戰。我們如何能準備

後代善用這些尚好的機會，但同時預期會發生衝突甚至是具破壞力的行為呢？ 
 
我們害怕多元和衝突嗎？我們寧願人人都舉手贊同我們的意見取向嗎？

和諧只能建立在劃一標準和一種表述方式之上嗎？不過，我們的世界已經走向

更個人主義、相對主義或多元化。那麼，若期望向所有人灌輸一種普遍接受的

理念，彷彿是不明智或不切實際之舉。如果我們退一步，問問自己為什麼會有

這種想法。我們可以輕易地指責這是「世代差距」之結果，看看那些任性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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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都是不可信靠的。但是，我們能否真正將它歸咎於年

齡的差異，倘若這些令人質疑的行為和想法，來自國際、社會，甚至道德和宗

教領域的領導人又如何呢？其實，我們滿腦子充斥著根深蒂固的「現代」心態，

而在我們周遭的文化正在進入後現代境況。這種對現實、對話和協作的後現代

理解，是本文探討的焦點。 
 
後現代性或後現代主義的特徵  

 
根據杜能(B. Duignan) [ 2]  提供的定義，後現代主義是「20 世紀後期的運

動，其特徵是廣泛的懷疑主義、主觀主義或相對主義;一般理性懷疑;以及對意識

形態在維護和維持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作用的敏感銳性」。後現代主義的特點，

是對總體意識形態、普遍價值觀、客觀現實、權威、不可改變的真理、超越和

跨越境況的理性懷疑和不信任。 
 
對於後現代主義者，現實只是一種特定於有關個人的語言和主觀感覺的

概念構造。同樣，理性和邏輯也是已建立的知識傳統的具體結構，而不是普遍

的結構。例如:文化傳統或性別群體的所謂「常識」 好不強加於另一種文化傳

統或性別群體。中國人或男人的常識可能不是土耳其人或婦女的常識，反之亦

然。對於語言，詞語應當與其他詞語相對應地進行解釋，對比或匹配。詞語從

來不足以提供自己的意義。在基督徒傳統，和平的意義，跟政治協議、藝術或

婚姻等對和平的理解不同。因此，同一個詞可能有多種含義。 
 
在歷史發展中，後現代主義得不到很多人認同或欣賞。也許我們需要調

整自己的現代心態，俾能與後現代融和。著名的後現代哲學家，有: 馬丁·海德

格爾(Martin Heidegger)、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和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然而，筆者不打算在此逐一介紹這幾位

哲學家。 
 
為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後現代主義並不陌生。不少中國學者包括楊慧林

教授，一直以後現代為研究主題。著名的批判理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自
1985 年中期以來，在北京大學和深圳大學教授後現代主義理論。他的兩位優秀

學生「張頤武和張旭東，後來成為分析中國後現代學的學者」。[ 3]  張頤武和王

寧隨後宣稱，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後時代」，脫離了西方的歷史和元敘

事。這個新時代，是一種中國後現代主義，當中具有獨特的中國特色，又同時

聯繫到全球的後現代化。[ 4]  據說，鄧小平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

「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都可說是後現代創造力的例子，它不受現有總體概念

的束縛，例如西方話語中所運用的「民主」一詞。鄧小平引用了「社會主義」

和「民主」這兩詞彙，其概念源自西方，運用在他的時代的中國社會政治處境

之中。 
 
後現代知識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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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後現代的知識不能夠獨立存在。它必須運用於某種境況之中，

而其構建知識的解釋也要開放，例如:社會主義要在中國特定的歷史、社會、經

濟、政治環境中去理解和說明。後現代認識論和道德倫理學，是在那個人或物

所處的環境中構建的；因此，當它們與其他概念、語境或環境一併觀察時，它

們是「相對的」或者「多元的」。例如: 個人或團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活動或操

作，它們對於權利的概念會有不同的理解。「個人的權利」為歐洲人、阿拉伯

世界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來說，意義上不同，兼且可以說是多元的。 
 
再者，任何特定的基礎價值觀、意識形態、預設和參考框架都被「解

構」，即在理解某些既有境況和假定功能的情況下被質疑和分析。例如: 「公平」

概念充滿了在某既定文化之中的價值觀和前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公平概念，

與社會主義制度之中的理解不同。因此，人們對於這兩種制度的公平報酬會有

不同的期望，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個主體與另一個體的任何假定關係，將由後

現代批判理論家提出疑問和分析。 
 
相對主義與多元主義  
 

也許有人會問，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之間是否有何區別；或者它們是否

偶然會被歸於同類使用。然而，確實有必要區分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特別為

對話而言。 
 
相對主義的敘述，會根據主體與其對象所處於不斷變化的境況而改變。

它不能只為一個具有意義的討論而維持穩定立場，特別是要過一段時間才能作

出決定時。相對立場容易受到不斷變化的境況的影響。例如: 一個經過磋商認為

公平的協議，當訂立協議的條件有變化或消失時，它可以立即改變。如果公平

僅僅基於維護個人利益的既定條件，一旦條件改變時，所謂的公平就不會再被

有關人仕所認同。若公平是如此狹隘和短暫，為何還要達到它呢？可以說，在

特定情況下其他人對他是公平的；但是，當一個人處於變化的境況時，到底其

他人是否需要不斷地提供他所需的，才算公平呢？ 
 
多元主義接受關於同一個對象的多個敘述，而每個敘述可以是不同程度

的，或者本質上不可比擬的，或不可比較的。多元主義反對假設以一個泛涵蓋

或元敘述為對象，為任何事物提供基本的意義或價值，例如:掌權者的「公平」

或「善意」的主導理解。有可能的是，不同的敘述可以有助於瞭解總體事實，

即使他們可能或不可能理解，由另一個敘事以相同方式，來解釋同一對象的意

義或價值。例如:有需要各方都支持一項協議，所有當事方必須共享同一個平台，

說出每一方認為公道的意見，從而促進一個公平的共同協議。所以，可以說，

後現代多元主義提供了一種民主的話語。 
 
硬多元主義與軟多元主義 [ 5]  

 
當進一步走向多元主義的世界時，可能會遇到兩個陣營，即硬（獨有）

多元主義和軟（包容）多元主義。硬多元主義陣營中的人認為，每個敘述是絕

對不可比較的或無法比擬的，因為每個敘述本身都是完整、獨立和獨特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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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敘述有權解釋或補充另一個敘述。例如:信仰敘述和社會政治敘述，在一些基

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心中是完全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看來，宗教和政治不能或不

應該混合起來的。 
 
那些從軟多元主義陣營運作的人，能夠接受到不同的敘述，彼此較為不

作比擬，卻可以有點互為包容。有可能的是，引起各敘述的不同境況，通過重

構框架的解構和重建過程，可以共享，諸如興趣、喜歡和不喜歡、價值觀和理

解的共同點。例如: 信仰敘述和社會政治敘述可以分享類似的，即使不是相同的

價值，如平等、自由與和諧，但它們無疑是兩個獨立的實體。 
 
 
故事  

一個老僧人問一個年輕的僧侶:「如果你向前邁一步或向後退一步，你都會
遭受死亡，那麼你會做什麼？」 

年輕的僧人毫不猶豫，回答說:「我會向側邊走一步。」 
當你面臨來自雙方的挑戰，考慮一個不同的角度，也許你會領悟，除了既

定的路徑，會有第三條出路的意思。 
 
軟多元主義和建設性對話 [ 6]  

 
儘管硬多元主義使在敘述之間尋找共同點變得不可能，但是軟多元主義

卻容許一種有意義的對話尋找共同的理據或敘述以及共同利益，而又同時能保

存各敘述的獨特性。這種對話是在平等地位或平等對待的當事方之間進行的。

真正的對話需要有關各方保持開放態度，傾聽和願意作出必要的改變。 
 
在確定共同立場和利益的過程中，建設性對話可以幫助創造新的條件和

目標，更好地回應共同的利益和需要。這個過程將通過各方在對話中的創造性

協作來實現。例如:為了他們的相互需要和利益，兩個或更多的獨立實體，可以

釐定他們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解構）的基本條件，諸如自主但聯系，識別所涉

及各方的基本條件的共同點，並一起創造新的事物或條件，以滿足他們的相交

需要和利益。他們的其他需要和利益，就不用切入這種建設性的對話之中。 
 
創意協作  
 

一如對話，一個實體能夠與其他實體平等地行使領導權，就是實現協作

的 好時候。 好體驗創造力的情況就是協作實體能在沒有先驗限制的條件下

共同設定目標。即使如此，該目標仍可以在整個過程中根據參與實體的同意，

作出審視和改進，這些修訂和改進是因改變了的情況及其改變過程中所帶出不

同的需要和利益引申出來 。 
 
擁有良好意願但不調和的實體協作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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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不調和的實體，就像是一種敘述，它們認為自己本質上是無法比擬

的，甚至是對另一些敘述構成威脅。然而，這些實體可能持有彼此相似或甚至

相互依賴的需要和利益，以成就自身。他們也可以為同樣的目標抱持仁者的關

心，例如為人民的和平，但卻不承認其他人所抱持的和平。然而，通過對話， 
以解構和重建過程理解大家，他們將能夠看到他們的仁慈利益在本質上彼此並

不矛盾。能夠阻止他們的，只是他們無與倫比的立場。然而，可以幫助他們的，

是他們的創造力和容許新的共同條件或新的事物，好能更好地幫助他們的共同

需要和利益。 
 
對話和創造協作的一個例子，是以色列政府（猶太教）和巴勒斯坦解放

組織（伊斯蘭教）之間的《奧斯陸協定》（I 和 II）：1993 年在華盛頓特區簽

署的《奧斯陸協定》和 1995 年在塔巴簽署的《奧斯陸協定》。 
這些協議背後的一個重要建築師是以色列前總統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他是被哈馬斯譴責為對 1996 年在黎巴嫩南部聯合國設置的巴勒斯坦

難民營屠殺需要負責的鷹派總統。佩雷斯總統自己熱衷反對與阿拉伯國家妥協，

同時支持在西岸和加沙地區建立猶太殖民區。但是，當時的埃及總統安瓦爾·沙

達(Anwar Sadat)在 1977 年到以色列進行歷史性訪問時，他的立場開始改變。據

報導，佩雷斯從沙達的訪問，感到阿拉伯世界有誠意談判。他認為，他的人民

也有相同的誠意。沙達總統的訪問， 終有助於在 1978 年的《大衛營協定》之

後於 1979 年制定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第一份和平條約。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首次的和平條約，為以色列同他們的鄰國巴勒

斯坦人簽署了一項協議。這兩個宿敵，由挪威推動，迎來了他們自己對未來和

平的願望，也制定了一項為期 5 年的永久和平解決方案的過渡計劃。西蒙·佩雷

斯是這些協定背後的重要工程師。《奧斯陸協定 II》甚至承認 終建立巴勒斯

坦主權和以色列完全撤出西岸。這兩個《協定》把各自的宗教拋在一邊，它們

不是要替代哪個宗教，而重點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人民間的和平。 
 
但是，當一個來自以色列極右陣營的人暗殺了伊扎克·拉賓總理(Yitzhak 

Rabin)時，《奧斯陸協定》陷入了混亂局面。這個陣營的人僵化地堅持他們的

極端敘述，是因為他們害怕他們的既得利益將被這兩個協議嚴重損害。他們不

想與巴勒斯坦人進行進一步對話，他們的拒絕進一步疏遠和加強了巴勒斯坦哈

馬斯集團的立場，而該集團的立場是不承認以色列國的存在。我們可以問的是

以色列的極右陣營是否包括在原來的談判或隨後的談判中。 
 
隨著以色列在西岸增加殖民區和 2013 年宣布的巴勒斯坦獨立，《奧斯陸

協定》幾乎變得無關重要。佩雷斯於 2016 年 9 月 28 日逝世，他為人民的夢想 
尚未實現。但這就是這兩個民族之間和平敘述的結束嗎？是創造性協作的災難

性失敗還是需要更多包容性，進一步與有關持份者作解構和重建的對話過程？ 
 
如果這些過程可以用來自所有可識別的持份者的善意和耐心來處理，則

可以重建和重新確認共同的敘述。然而，所謂的「共同」敘述不需要各方盡相

同，因為他們擁有的獨特的文化、政治、宗教、社會和歷史背景，只要重建的

共同敘事的核心是各方都能接受就成了。事實上，這將為各自的敘述提供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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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可比性的空間。尊重核心取向，但讓它為各方的 大利益而進化，長遠地

可能比推動統一理解和唯一行事方式更可取。然而，這可能需要持續進行對話，

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共同敘述，並決定其整個實施過程中可能需要作出的調整。 
 

可用於中國與梵蒂岡對話？  
 
這方式可否用於中國與梵蒂岡對話嗎?它們是兩國之間以及兩個信仰之 

間(共產主義信仰和天主 信仰)的對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中國 政

府和梵蒂岡雙方的政策似乎出現矛盾。但是，梵蒂岡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談 判

在 1987 年才開始。[7] 期間，整個過程瀰漫了樂觀和悲觀的情緒;直到近日， 

在教宗方濟各和習近平主席的共同推動和雙方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之下，雙方

取得了一些共識，互相都傳遞了一些友好的信息。大概這是因為北京和梵蒂岡

雙方都能同意一些核心利益，而促使 雙方繼續對話。  

 

現在試作一個假設，經過北京和梵蒂岡各自 述的解構過程之後得出共 

同同意的核心利益，而重建後的認可 述和核心利益是:a)中國通過天主 會 在

其土地上的全面參與達致健康和建設性發展;b)自由行使天主 普世 會在 中國

「傳揚福音」的使命，旨在改善中國天主 徒和人民道德和精神生活的素 質。

在經過一個富尊重和耐心的對話過程後，這些假設的核心利益有可能成為 中國

和梵蒂岡之間創造合作的基礎。如果中國和梵蒂岡同意，這兩個核心利益 可以

相互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從而促進國家的發展。  

 

倘若雙方缺乏這種彼此尊重與對等的夥伴關係的對話，取而代之是一些 

牢固的對抗性和不相容的 述，那麼很可能雙方不會達成任何商定的 述或創 造

合作。事實上，這在過去幾十年的中國與梵蒂岡談判中屢屢發生。每一方似 乎

都採用了一種斷言絕對的 述，好使對方必須接受某些一貫堅持的原則，才 願

意進行有意義的對話。這樣的接觸的結果，顯然是非建設性的甚至是破壞性 的。

恐懼似乎是這種對抗模式的根源，只有是非與黑白、我對你錯的心態。從 恐懼

產生不信任，不信任產生蔑視，從蔑視產生排斥。  

 

假設雙方已經在進行某一些「共識」的過程中，各持份群體都必須在整 

個對話和協作籌備過程中有充分的代表性，這樣有關的共識才會是可行和可持 

續。他們應該能夠在同一平台上代表他們的利益和關注，或通過代表各方的持 

續磋商。例如:天主 會代表著所謂的公開 會和地下 會團體的信眾。中華 人民

共和國一方代表政府和愛國會。重要的是所有利益持份群體都能充分被考 慮在

內，以免惹起被忽視一方的怨恨情緒， 終導致整個過程被顛覆過來。  

 

但是，只要雙方商定的核心利益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這兩個實體 

有可能建立的任何協定其實都可以在其本身的境況下作出不同的解釋，這是可 

以接受的。例如:在自由任命主 的議題方面，北京和梵蒂岡在遵守商定的原 則

時，可以出現不同的解釋。同樣的邏輯，也可套用於怎樣行使宗 信仰自由 方

面。核心利益必須是可接受的宗 自由，是取決於合法化或行使這種自由的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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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就需要由每個實體在協作對話過程中決定。而在對話過程可以取得 成

果之前， 來自這些實體的善意和信任會是必須的。  

 

若果將來真的有共識而又被確定，任何一方都不能為另一方解釋共識， 

而是需要尊重他們為自己的境況對該共識所作出的解釋。這將有助於保持他們 

的多元化現實和自身的獨特性。共產主義政府可繼續以其無神論的精神管理中 

國，而中國天主 會亦可以將耶穌基督的喜訊傳播給他們的天主 徒甚至中國 人

民。  

後，可以預期在執行新的協定期間，新的衝突會無可避免地發生。只 

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梵蒂岡之間保持著活潑的對話並互動，促進創造性的 述

和目標，就可以進一步實現雙方商定的利益。其實對話過程應該不會結束， 因

為相關實體的境況可隨著時間變遷而有所易轉。  

 

 
對倫理和宗教教育的意義  
 

本文探討了後現代理解的認識論、境況敘述、它們的不可相容性、多元

性、對話過程和創造協作的優勢。文中引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簽署的《奧

斯陸協定》以及中國與梵蒂岡對話為例，來說明他們如何從後現代對話方式和

協作中得益，或可能得益。 
 
不過，在細心分析個案，可以看到後現代方法並不完全符合其原則。一

些基本價值，例如尊重、信任、謹慎、信念、希望和善意，都在背後運作着。

這些基本價值都是人心中的渴望，不論文化、年齡、性別、社會經濟階層、信

仰或政治派別等。全球化就像一個催化平台，讓眾人的心連繫着，一同渴望、

信任、尊重、希望、善意和求同存異。沒有這些基本價值觀，對話和協作幾乎

不可能發生。因此，這個由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後的趨向全球

化現實的結合體，可供參與的各方有效地利用，以實現其共同的利益和需要。 
 
因此，在後現代和「一帶一路」的新地緣政治為特徵的新世界秩序中，

倫理和宗教教育會需要什麼內涵：(1)人類所共有的基本價值;(2)對世界主要宗

教和宗教教派以及其相應文化的理解;(3)理解後現代的建設性對話和創造合作的

方法;(4)多了解自身的經驗;(5)同理心和深入反思技能; (6)制定行動計劃;(7)適切

的評估方法，以便進入下一個學習週期。 
 
這裡臚列的(1),(2),(3)三點，已經在上面涵蓋了。關於「經驗」，以一個

相關的經驗為學習基礎是很重要的。例如:一個人如何經歷自己的倫理困境，或

自己或另一個人的信仰經驗，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所需要處理問題的是甚

麽知識。 
 
學習「同理心的技能」是重要的，以便能從認識另一方的觀點後，能夠

達到更深入的知識和情感的理解。而「深入反思技能」可以幫助人們達成批判

和獨立的理解，不是一些表面的和未經處理的標準理解。往往，個人和群體都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for the New Geopolitics:  
With some thoughts for Ethics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Stephen Sau-Yan Chow  
為新地緣政治的對話與合作：一些倫理和宗教教育的看法       周守仁 

17 

是在理解階段就停下來，沒有採取相應的行動。從上述步驟中學習過後，特別

是通過同理心和深入反省的步驟，也許可以開始為所需的任務制訂明智的「行

動計劃」。這些行動計劃可以進一步研究，獲得更多相關經驗，或者通過建設

性對話過程創作解決方案的方法。 
 
然而，沒有適當的「評估」，很難做出一些實在的或可持續的行動計劃。

沒有評估，就簡單是行動後停止學習。但是，通過評估學習，才能在下一個任

務和下一個學習週期中成為更好的學習者。一個簡單而有效的評估過程可以包

括三個主要組成部分：（1）在整個過程中「值得感恩」的地方是甚麼，這有助

於培養積極的動機，以便進一步發展;(2)從過程中學到什麼，可有任何見解;和
（3）有甚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人們經常說，人類是差勁的學習者，因為我們不從錯誤中學習。儘管如

此，通過適合的倫理和宗教教育，我們仍希望自己和子孫後代，能夠成為有成

效的終身學習者、倫理道德的媒介、有學識體會的信仰者，好在後現代和全球

化的世界秩序中作出有意義的貢獻。願耶穌經歷的挫折，能夠通過各方之間的

真誠對話和創意合作，在我們的及未來的世代得到建設性的解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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